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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

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

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

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

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

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

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

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

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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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一切误导性的意识形态，只有预算才是国家的骨骼
———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１９５８）

项目制的兴起与中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变迁有关。分税制改革后，
中国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大政府”迅
速成长起来。为了将汲取上来的巨量财政收入有效、合理、规范地支出
出去，中央政府对公共支出领域进行系列改革，初步建立了以部门预算
为基础和项目支出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项目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得以普遍采用，它是公共预算体制的枢纽环节，并以之为基础形塑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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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近年来，项目制研究成为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课题。由于它普遍

存在于各级政府部门的治理实践中，为学界深入分析政府行为机制提
供了很好的切入口。但是，受资料可得性等因素的影响，既有研究主要
集中探讨项目制在基层的实践后果，对项目制的制度起源和组织机制
仍然缺乏全面清晰的认识，本文将对此论题做系统探索。

一、问题与路径：把项目制“放回”政府内部分析

管理学是最早开始对项目管理１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他们
认为，“项目是为创造独特的产品、服务或成果而进行的临时性工作”，
它是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战略目标而设立的，为此还可以设立项目群
（集）和项目组合２（美国项目管理协会，２０１３：３－１０）。项目管理就是
“为一个相对短期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为了完成一个特定的大目标而建
立的）去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公司的资源，利用系统的管理方法将职
能人员（垂直体系）安排到特定的项目中（水平体系）去”（科兹纳，２０１０：

５），对项目组合、项目群（集）和项目的管理均由组织战略驱动。这些在
公司治理的范畴内对项目管理的研究为我们讨论政府内部项目制的组
织运行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１．项目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概念在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诞生，从６０年代开始，国
际上对项目管理的研究和应用得到很大发展，国际项目管理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ＰＭＡ）、美国项目管理协会（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ＭＩ）和
英国项目管理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ＰＭ）等三大国际性组织起到了较大
推动作用。项目治理则是一个更晚近的概念，它与项目管理概念的关系目前仍然未得到清楚
的阐述（穆勒，２０１１）。

２．项目群（集）是一组相互关联且被协调管理的项目、子项目群和项目群活动，以便获得分别
管理所无法获得的利益；项目组合是为了实现组织战略目标而组合在一起管理的项目、项目
群（集）、子项目组合和运营工作的集合；项目群（集）包含在项目组合中，其自身又包含需协调
管理的子项目群、项目或其他工作，以支持项目组合。单个项目无论属于或不属于项目群，都
是项目组合的组成部分。虽然项目组合中的项目或项目群不一定彼此依赖或直接相关，但它
们都通过项目组合与组织战略规划联系在一起。组织规划通过对项目的优先级排序来影响
项目，而项目的优先级排序则取决于风险、资金和组织战略相关的其他考虑。

在国内，一些社会学者最早对项目制进行了阐述。总体而言，这些
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项目制体制的研究。折晓叶、陈婴婴
（２０１１）较早对“项目进村”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她们将自上而下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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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对“项目进村”过程中的高层政府的“发包机
制”、地方政府的“打包机制”和村庄的“抓包机制”分别叙述，呈现了高
层的集权控制逻辑与底层的反控制逻辑之间的张力和博弈，尤其是重
视村庄对项目制的反应机制。周飞舟（２０１２）则从公共财政学的角度对
财政资金的“专项化”过程和机制做了深入分析，该研究揭示了专项资
金的起源、种类、规模及其在政府内部的流通路径，并以农村税费改革
后“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改革为例，分析了财政专项资金在基层
的实践逻辑和意外后果。渠敬东（２０１２）进一步将项目制上升到一个新
的国家治理体制的高度，认为它是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新双轨制”的表
现。与折、周等的讨论相比，渠文更注重对项目制的制度精神的讨论，
相关论述也更具“总体性”。

此后，项目制很快就成为一个热点课题，并引发第二波关于项目制
的研究。这一波研究主要关注项目制在公共产品提供、扶贫、社会管理
等领域的实践情况。这类研究大都以项目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案例为
分析对象，聚焦项目的实践结果而非项目的组织和分配过程，更多关注
项目实践的“末端”而非项目在政府内部的运行机制（荀丽丽、包智明，

２００７；冯猛，２００９；陈家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陈水生，２０１４；桂华，２０１４；黄宗智
等，２０１４；狄金华，２０１５；付伟、焦长权，２０１５；龚为纲，２０１５；李祖佩，

２０１５；史普原，２０１５）。当前，这类研究成为学界讨论项目制的主要路
径，但它们存在一个内在缺陷，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将项目制从政府中
“抽离”出来讨论，或者说，没有将项目制放到政府内部分析，有“就项目
言项目”的研究倾向。周雪光（２０１５）曾准确地指出，“在项目制各个环
节中，学术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基层政府抓包的应对策略及其行为后
果，我们对委托方的发包过程、项目设计及其意图知之甚少，可以说仍
然是空白”，“地方政府的打包行为虽然在研究文献中有所涉及，但大多
是远距离的推测和勾勒，而不是近距离、细致的观察分析”，“这些研究
关注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同时，这种聚焦于项目制实践“末端”的研究在丰富项目制的个案图谱
的同时，也部分造成了学界对项目制的“碎片化”认识，即对项目制的总
体运行机制缺乏一个全局性的把握。因此，要深化对项目制的认识，需
要进一步把项目制“放回”政府内部分析，对项目制的“发包”“打包”的
过程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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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从政府内部视角深化对项目制的认识？国外学者
关于公司内部项目管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他们发现，虽然项
目组织是一个专门的、任务型的实体，但它不会独立于公司既有组织结
构而存在，所有的项目管理结构和公司组织结构都是交互的（科兹纳，

２０１０：８６、１０８）。因此，项目管理的关键是在公司组织结构基础上，根据
项目的不同特点，构建一个有效服务于该项目的组织机制，项目组织形
式和公司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其中的核心（科兹纳，２０１０：第三章；美
国项目管理协会，２０１３：２１－２７）。

和公司内部的项目组织相似，项目制也深度嵌入政府科层组织体
系，政府内部既有的组织结构、人事网络等因素会对项目制的实际运行
产生重大影响。同时，项目制在政府内部的全面铺展，也必然会对政府
的运行过程和机制产生“扰动”。事实上，学界关于项目制体制的讨论
在理论上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２００９）就曾指出，“行政体制的动态运行”是“嵌生在分税制改革后的
‘专项化和项目化’的财政关系的基础上的”。渠敬东（２０１２）还明确指
出，“项目制是与原有的科层制相互嵌套发生作用的”，“从来就无法摆
脱科层体制固有的行政法则”。

一些学者已经在项目制的经验研究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周飞舟
（２０１２）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他直接将项目制与县级部门与乡
镇政府之间的关系模式作为分析重点，发现县乡关系在由“Ｌ模式”向
“Ｓｅｖｅｎ模式”转变，尤其是着重指出政府间关系的这种变化对项目实
践所可能造成的后果：由于乡镇政府的缺位，公共财政有可能滞留在县
里而难以“覆盖农村”。陈家建（２０１５）、史普原（２０１５）的研究也有意将
项目制放到政府内部去讨论。陈家建（２０１３）早期的一项研究发现，项
目制改变了传统基层政府的动员方式，政府内部由“层级动员”转向“多
线动员”，这大大提高了上级部门的动员能力，政府运作也由“按部就
班”转向了“项目牵线”。陈家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近年还探讨了项目制对政
府间权责关系的重构，以及项目化治理在政府内部的组织形式和演变
机制，这都对项目制研究的深化有重要意义。付伟、焦长权（２０１５）则主
动将项目制放回基层政权内部，发现乡镇政权在应对项目制的过程中
出现的“结构弱化”与“功能强化”的悖论。

但是，受分析视角和资料可得性等因素的制约，学界对项目制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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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内部的运行机制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诸多认知盲点有待
揭示。最典型的有两方面，首先，项目制在政府内部的制度基础到底是
什么？在经验层面，已有研究基本都认为，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是项目制
的体制来源，但是，这如何解释东部地区也普遍采用项目制？同时，东
部地区的项目制与中西部地区的项目制是否具有共同的体制基础？它
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其次，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实施的纷繁复杂
的诸多项目中，到底有哪几种类型？几种项目之间的异同是什么？不
同类型的项目与项目制的制度基础又有何关系？这是研究者进行有关
经验研究时首先会遇到的困难，它们不仅是深化项目制研究亟须解决
的难题，也是试图把项目制放回政府内部，分析其在政府内的“发包”
“打包”机制的前提。

为了解答上述两个（组）极为紧迫且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尝试从
公共预算体制切入，对项目制的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进行系统探索。
马骏等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学者对中国公共预算改革进行的系统研究
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马骏，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於莉，２０１０；林慕华、马骏，２０１２）。但是，无论是社会学者关于项
目制的大量研究，还是公共行政管理学界对中国公共预算体制的探索，
都未能对公共预算体制和项目制之间的制度关系进行有效的阐释。值
得注意的是，延续社会学界关于项目制的讨论，经济学界也出现了一些
对项目制（体制）的研究，其中，个别学者偶尔触及项目制与项目支出预
算之间的关系（郑世林，２０１６；汪德华、李琼，２０１８），可惜也未能系统展
开，尤其是对专项转移支付与项目支出预算之间的异同尚未涉及。

本文的研究将表明，从公共预算体制的角度，我们既能对项目制在
政府内部的体制基础有更准确的认识，也能厘清地方政府的不同项目
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对项目在政府内部的流动路径的认识也更加清晰。
同时，在揭示了项目制是公共预算体制的核心这一问题之后，对地方政
府项目的类型及其异同的分析也迎刃而解。因此，上文提出的两个研
究问题也就聚焦到了一起，即对项目制的制度起源及其在地方政府中
的组织机制的论析，这能为深化项目制的经验研究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

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回顾，提出了将项目制“放
回”政府内部分析的研究思路，厘清了需要紧迫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二
部分是对项目制的财政和体制背景的揭示：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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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迈入“大政府”时代，为此，中国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直
接结果就是公共支出的“项目化”，也成为项目制的体制基础；第三部分
厘清了地方政府项目支出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在第四部分，笔者继续
分析地方政府几类项目支出在具体预算实践中的结合过程和困难，以
期更加深入理解项目制的形成机制；第五部分试图对项目制的制度目
标和内在困境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最后是全文的结论。

二、“大政府”的兴起与公共预算改革：公共支出的项目化

　 之起源

（一）大政府的“兴起”：分税制的体制效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采取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财政承包

制”改革（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Ｊｉｎ，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７），这在赋予地方和企业一定自主权，激励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政治经济问题。其中，最严峻的是政府财政汲取
能力和汲取效率快速下降，中央财政能力严重不足，以致对中央权威都
产生了威胁（王绍光，１９９７）。为扭转财政困局，中央政府进行了分税制
改革，迅速提高了财政汲取能力和汲取效率，中央财政能力得以根本强
化（周飞舟，２００６）。

３．实际上，“四本预算”合计仍然略低估了政府公共收入的实际规模，具体分析请参见焦长权、
焦玉平（２０１８）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长期稳定高速增长，分税制的体制效应得以充分
释放。改革之后，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直高速增长，占ＧＤＰ的比
重也逐年提高，同时，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社保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也快速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
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合称为“四本预算”，他们一起组成了政
府全口径收入预算体系。１９９４年之后，政府“四本预算”收入合计占

ＧＤＰ的比重迅速增长，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６．４３％（最低点）增长到了２０１４
年的３７．４５％。３２０１４年，“四本预算”收入合计的绝对规模也高达

２３５　６５１亿元，政府全口径财政收入的绝对量及占ＧＤＰ的比重都已非
常惊人。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公共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已接近４０％，达
到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平，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已经成长

·７２１·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起来（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１７；焦长权、焦玉平，２０１８）。
西方发达国家也普遍经历了“大政府”兴起的历史过程（沃克、瓦

特，２００１；坦齐、舒克内希特，２００５：１０－１１；坦茨，２０１４：９－１０）。为引导
和约束“大政府”的行为，西方国家纷纷建立了现代公共预算体制，用规
范化的预算体制将巨量财政资金有效、规范地支出出去，为社会提供公
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学界称之为“预算国家”的建立过程（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１９１５，１９１６；王绍光，２００２ｂ，２００７；王绍光、马骏，２００８）。
同样，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富裕”起来之后，它是否有能力将集聚起

来的巨量财政资金高效、规范、合理地支出出去，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
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将对政府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巨大挑
战。

（二）公共预算改革与财政支出的“项目化”
中国也试图通过公共预算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预算国家”来回应

“大政府”时代的挑战。分税制改革的同时，中央即开始筹划公共预算
体制改革，１９９５年开始施行的《预算法》初步规范了政府预算行为（刘
守刚，２０１２：４３－４８）。１９９９年，中央开始全面推动新一轮公共预算改
革。首先进行的是部门预算改革，这是现代公共预算体制的基础。

部门预算要求政府预算以部门为基础进行编制，将部门职责、工作
目标与财政预算紧密结合起来。具体包括两方面，首先，部门预算采取
综合预算的方法编制。部门所有财政收支统一纳入部门预算，之前没
有纳入预算的预算外收入、基金收入等全部纳入“一本预算”，“一个部
门一本账”。其次是规范细化预算编制方法。部门收入主要包括财政
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及其他收入。部门支出分为两部分：基本支
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指各部门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采取定员定额办法预算。项目支出是为完成特定工作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显然，基本支出是“吃饭支出”，按照人头
和标准进行“公式”预算，项目支出是“办事支出”，是部门预算的核心。

４．中央部门预算项目分为“一级项目”和“二级项目”两个层次，每个“一级项目”包含（转下页）

以中央部门为例，项目的申报、审核和批复是编制部门预算的关键
环节。项目支出预算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级审核汇总后，由中央部
门按照“一级项目＋二级项目”４的方式向财政部申报预算，并根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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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项目”的增减变化提出“一级项目”预算需求。“二级项目”预算按照
经济分类科目编制，项目类别由部门在申报预算时一并提出，财政部审
核。“二级项目”纳入预算安排后，项目类别在项目实施周期内不得调
整。财政部对部门报送的项目支出预算进行审核，并按“一级项目”下
达预算控制数，由部门按照审核后的项目类别和排序安排“二级项目”

预算。

（接上页）若干“二级项目”，“一级项目”明细到支出功能分类的款级科目，“二级项目”明细到
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年初部门预算按“二级项目”批复。举例来说，农业部２０１７年部门
预算有一项“农村能源综合建设项目”，具体包括果（菜、茶）沼畜种养循环模式推广、秸秆综合
利用模式推广等二级项目，在年初部门预算时，“农村能源综合建设项目”就属于一级项目，秸
秆综合利用模式推广（需要细化到具体实施地点和内容）就属于二级项目，政府部门按照“一
级项目＋二级项目”的方式向财政部申报，财政部批复则按照“二级项目”批复。

项目申报的核心是项目库建设。财政部、中央其他部门和所属单位
都分别设立项目库，对一级项目和二级项目进行维护和管理。财政部项
目库由中央各部门上报的项目构成，中央部门项目库由本级和下级单位
上报的项目构成，基层单位项目库由本单位立项和实施的项目构成。

项目库实行开放式管理。各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二级项
目”，审核后纳入单位项目库，实时或定期上报，经逐级审核后纳入中央
部门项目库，作为部门预算备选项目。编制年度部门预算和部门三年
滚动规划时，结合财政部下达的支出控制数，中央部门在预算备选项目
中择优选取项目报财政部，未纳入部门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向财
政部申报。各部门申报项目汇总形成财政部项目库，作为财政部进行
项目管理、审核年度部门预算和部门三年滚动规划的基础。纳入部门
项目库的项目需填写规范的项目文本，包括立项依据、实施主体、支出
范围、实施周期、预算需求、绩效目标、评审结果等内容，作为项目审核
和管理的依据。纳入预算安排的项目，中央部门和单位要在项目库中
对项目的执行、调剂、绩效、结转结余等信息及时进行维护更新。纳入
预算安排的延续性项目，原则上滚动纳入下年度预算。未纳入预算安
排的预算备选项目，可滚动进入以后的年度项目库。

地方各级政府都参照中央部门预算方案制定了本级部门预算实施
办法，预算管理机制也与中央政府大同小异。显然，部门预算是公共预
算的基础，项目支出预算是部门预算的核心，也是整个公共预算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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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各部门预算的汇总即一级政府公共预算。
中国部门预算中的项目支出预算，和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等

西方国家兴起的项目预算（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ＭｃＣａｆｆｅｒｙ，１９９８：

１７６８－１７６９）或计划—项目预算（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８：２９４－３０１；马骏、赵早早，２０１１：第十二章；李等，２０１１：１０８
－１１０）有相似之处。

与传统以支出部门为单位列支预算资金相比，项目预算的最大特
征在于以项目结构来安排预算，项目结构中包含的众多项目还能被再
度细分，甚至划分为更小的组成要素。它打破了财政资金在部门之间
的壁垒，使项目成为公共资金预算安排的核心。项目预算的关键在建
立“项目包”（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即将各种预算项目的信息都放入项
目包，以备项目审查者清晰判断哪些项目应该受到预算资金的支持。

计划—项目预算（ＰＰＢ）的最大特征是通过项目将年度预算与中长
期战略计划结合起来，它强调在跨年度计划框架内进行预算，将中长期
计划和年度预算相结合，为实现跨年度的政策目标构建项目，这里的项
目是对计划的分解和操作化。计划—项目预算的第一步是制定目标计
划，决策者首先必须确定组织的基本目标，然后再把它们分解为一些次
级目标；第二步是根据目标计划进行项目构建和选择，在这个阶段，需
要将基本目标和次级目标落实到项目，每个项目都为实现某个目标而
设计。项目可进一步分解成项目类别（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即所有有
助于实现同一目标的项目，项目类别又可进一步分解成项目要素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在既定资源条件下，有助于实现同一问题的
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然后比较它们的成本与收益，以对项目进行选
择，这是一个将战略计划“项目化”并进行选择的过程（马骏、赵早早，

２０１１：３２７－３２８）。
由于很多项目的实施涉及多个组织或部门，因此，在计划—项目预

算下，资源配置常常是跨越传统组织和部门边界的，结果，许多政府机
构都同时在为多个项目工作，大多数项目都落实到一个以上的政府机
构（马骏、赵早早，２０１１：３２４）。总之，项目预算或计划—项目预算都强
调运用理性的分析工具构建和选择最佳的项目，通过项目引导和落实
资金支出，资金的竞争发生在项目之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虽然美
国等国家纷纷放弃了全盘性的计划—项目预算，但项目仍然是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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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申请和编制预算的基本单位。
中国项目支出预算中的项目评审、项目排序、绩效管理等都与它们

有相似之处。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项目支出预算仍然是财政部门对
支出部门下达预算控制数之后，支出部门对项目排序安排的结果。也
就是说，资金的竞争是发生在部门内部的不同项目之间，而在计划—项
目预算中，资金的竞争发生在“真正”可替代的项目之间，或者说发生在
为实现某一目标而构建的同类项目之间。因此，中国的项目支出预算
实质上是以部门为基础的计划—项目预算，国家的各种总体计划（规
划）是指导各部门预算的战略方案，部门和行业的专项计划（规划）要以
国家总体计划（规划）为方向，政府和部门出台的政策是对各类规划的
落实，项目支出预算则是对规划和政策的“项目化”操作。

以项目支出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改革，最直接的后果是财政支
出的“项目化”。财政支出的“项目化”是指政府基本支出之外的一切财
政资金的预算和支出都需要通过具体项目来进行，“先有项目，才能预
算，先有预算，才能支出”，项目成为政府部门财政支出和预算管理的绝
对主体。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东部还是中西部，情形均是如此。在
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办事支出”全部“项目化”之后，政府行为也就完全
“项目化”了，项目已然成为政府部门运行的枢纽环节。

在部门预算的基础上，中央政府还相继进行了国库集中收付、政府
集中采购和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集中采购是
从预算执行和财政资金管理方面对公共预算体制的重要改革，加强了
财政部门对预算执行和财政资金的全流程监控。新设置的政府收支分
类体系则把巨量财政收支分类放入一个复杂精细的网格体系，推动了
财政管理的理性化进程。辅之以计算机软件和信息网络技术，公共预
算改革提升了财政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但也造成了财政管理对技术治
理的高度依赖。

三、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类型和构成

对地方政府而言，由于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财政援助体系，项目支
出体系较中央要复杂很多，但主要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项目支出构成。
一类是本级政府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可以称为“横向”专项资金；
另一类是上级政府部门向下拨付的项目支出，可以称为“纵向”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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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它又可分为两类：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非补助性项目支出。

（一）专项转移支付
在多层级政府中，每一级政府都会设置一些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项

目。比如，就中国县级政府来讲，它就同时会获得来自中央、省级和市
级三级政府的各类转移支付，并均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体（周飞舟，

２０１２）。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并不是由财政部门独自完

成资金审核拨付程序。相反，不同种类的专项转移支付会因功能不同
而归口到不同业务部门管理，由业务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进行资金审
核和拨付，因此，专项转移支付又被称为“共管资金”（周飞舟，２０１２）。

５．发改委等具有二次预算分配权的单位，在资金分配上的自主性更大。一方面，财政部将中
央本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整体切块给发改委，由它进行二次分配，它就具有“小财政部”的特
征，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也由发改委管理，它在项目分
配上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这属于一种特殊性质的“共管资金”。

６．“农业部２０１４年部门预算”，参见农业部网站（ｈｔｔｐ：／／ｊｉｕｂａｎ．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ｚｗｌｌｍ／ｃｗｇｋ／

ｙｓｊｓ／２０１４０４／ｔ２０１４０４１７＿３８７６０５５．ｈｔｍ）。

７．参见：《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４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２０１４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２０１５年第３３号公告）。

８．各主管部门会将其参与主管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一步分配给下属部门负责具体管理。
比如，２０１４年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共１３３个，实际执行中安排明细专项３６２个，审计署
抽查的３４３个明细专项有４３个部门参与分配，涉及１２３个司局、２０９个处室。其中，农业部
就参与分配４个大项（共１８个子项），“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则细分为２１个明细专项，其
中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有１０个处参与１３个明细专项的分配。这就是所谓的专项转移支
付的“司处化”“碎片化”问题。具体参见：《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４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关于２０１４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
况》（２０１５年第３３号公告）。

结果，凡是归口管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中央部门５

都拥有两类专项资金：中央本级部门预算中的项目支出和主管分配的
专项转移支付。比如，２０１４年，农业部部门预算的项目支出为２０３．６８
亿元，６但这不是它掌握的专项资金的全部，它还归口管理着４个大项
（１８个子项）７的中央对地方涉农专项转移支付。其他参与管理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的部门８与之类似。省、市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专项转移
支付也按照这种管理体制运行。

本质上，专项转移支付是一种“转移”资金，中间层级的政府只是起
到传达、转移的作用。因此，对中间层级政府来讲，专项转移支付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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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财政收入。财政部门的会计人员将其记录为
“往来款”中的“暂存资金”，表明它只是暂时“存放”在本级财政系统中，
一直要等这笔资金到达最终的支出部门，才将其算作上级对该部门的
“补助收入”，决算时计为该部门的“项目支出”。比如，当中央对地方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到达省、市两级财政部门时，它都
会被会计记录为“暂存资金”，只有到达县级之后，才会由县级卫生部门
（卫计委）最终支出，这时才会被计为上级对县卫计委的“补助收入”，决
算时计为县卫计委的“项目支出”。之所以必须如此严格区分，主要是
为了避免财政收支的重复计算，确保全国财政收支决算的准确性。但
是，专项转移支付也并不一定全都下达到基层政府才会支出。同样是
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有些项目资金可能在省、市级就会予以支
出，比如，中央对地方的水利类、交通类转移支付项目，有可能就会由省
级水利、交通部门直接组织实施。但是，总体来看，县级政府还是大部
分专项转移支付的最终实施主体。

（二）非补助性项目支出
另一类“纵向”专项资金是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部门的非补助性项

目支出。所谓上级政府的“非补助性项目支出”（ｎｏｎｇｒａｎ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又称为上级政府“直接项目支出”（李等，２０１１：４２５）。简单地讲，就是上
级政府各部门预算的项目支出，大部分最终还是会落地到下级政府的
不同辖区范围，这对其形成了一种实质性的项目支出。比如，中央政府
各部门每年都预算了大量项目支出，但中央政府并没有一块专属行政
辖区，这些项目支出的大部分９最终还是落地到不同省（市）区，对这些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很大支持。

９．之所以说是大部分，主要在于项目支出中有一部分“大型修缮或大型会议”项目，这实质是
维持部门运转的一部分项目支出，很少会落地到各省（市）区。

这类专项资金由于运行路径非常隐蔽，研究者一般很难观察到，结
果就会导致关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讨论，“经常完全集中于财政转移支
付上，而忽视了（上级）直接支出的重要性”（李等，２０１１：４２５）。事实上，
中央政府的大量项目支出，具体在哪个省（市）区花费多少，以及省级政
府的项目支出在市（县）花费多少，对不同地区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之
所以将其称为“非补助性项目支出”，与这类专项资金的性质和预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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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有关。从预决算关系看，这些专项资金属于上级政府部门预算中
的项目支出，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专项转移支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这些项目如果直接由上级政府部门组织实施，资金也将直接由上级财
政部门予以拨付。如果下拨给下级政府部门组织实施，项目管理过程
和专项转移支付就基本一致，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其资金性质不是上级
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而是上级政府部门的直接项目支出，它不能计入
下级政府部门的“补助收入”，也不能决算为下级的“项目支出”，在下级
财政部门只能被计为“暂收款”或“暂付款”。

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比，上级政府部门的非补助性项目支出构成了
一个更加庞大复杂的资金体系。专项转移支付只是有限的一些部门参
与分管，但几乎任何一个中央政府部门都有大量项目支出预算，其中很
大部分会落地到地方组织实施，因此，非补助性项目支出的覆盖范围比
专项转移支付还要广泛得多。

对地方政府来讲，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非补助性项目支出的差别
不大。它们都需要按照项目申请、审批的程序去争取，也都要接受上级
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都是地方官员从上级争取来的“项目”。从上
级政府部门项目管理过程来讲，二者区别也有限，只是专项转移支付必
须下拨到下级支出，并且拨付速度比本级部门预算的项目支出要更快，
以给地方留出更多项目实施时间。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中央部门将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纳入本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进行编报的违规
情况。１０

１０．２０１４年，农业部、司法部在部门预算中编报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６．１４亿元。参见：《国务
院关于２０１４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三）本级“横向”项目支出
与上级政府“纵向”下拨的专项资金相比，地方政府本级部门预算

的项目支出是由本级财政部门“横向”拨付给业务部门的，对地方政府
部门而言，其灵活度更高，自主性也更强。地方政府部门所获得的“横
向”专项资金还包括地方本级一些具有二次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向其他
部门“横向”拨付的专项资金，典型的是发改委、科技局向同级其他政府
部门分配的专项资金。

“纵向”和“横向”两类专项资金在来源和运作机制上有较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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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１），但它们实质上都是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项目支出。就“纵
向”专项资金而言，无论是专项转移支付还是非补助性项目支出，二者
本质上都是上级政府部门预算的项目支出，项目分配和管理机制也非
常相似，只是前者由上级政府进行预算，但必须转移到下级政府部门支
出并由下级政府决算，后者则由上级政府部门直接进行预决算。因此，
我们不应将专项转移支付剥离出政府总体预算体系来讨论，它是上级
政府预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上级政府部门预算中一种特殊
的项目支出；它由上级政府按照类似于部门预算中的项目支出的形式
予以预算，但必须拨付给下级政府支出，并进入下级政府部门的收入和
支出决算；其在预决算关系上分属两级政府，预算单位和决算单位是分
离的。

表１：地方政府的三类专项资金

资金性质 预、决算方式

“纵向”专项资金
专项转移支付 补助收入 上级预算、本级项目支出

非补助性项目支出 “暂存”资金 上级预算、上级项目支出
“横向”专项资金 本级拨款 本级预算、本级项目支出

　注：资金性质是财政资金对地方政府而言的资金属性。

　　可见，“纵向”和“横向”两类专项资金是两股不同的“资金流”，在功
能上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两股“资金流”的构
成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１１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远远大于上级
专项转移支付的范畴，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只是地方政府项目支出中的
一部分。从预算管理体制来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则是上级政府部门
一种相对特殊的项目支出，和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类似，是政府总体
公共预算体系的一部分，并未游离于政府预算体系之外。上级非补助
性项目支出和地方本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也是地方政府项目支出的重
要来源，当然这在不同地区的构成差异甚大：在东部地区，项目支出主
要来源于地方本级部门预算的“横向”专项资金，中西部地区则更加依
赖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非补助性项目支出等“纵向”专项资金。

１１．不同类型的项目支出在地方政府汇合和重组的具体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也
会在很大程度上形塑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需要另外撰文研究，在此不细致展开。

结果，同样是财政支出的高度“项目化”，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
自主性就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强。而且，即使是同样高度依赖上级“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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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专项资金的基层政府（市、县级政府），东部地区的财政自主性较中
西部地区也要强，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市、县级政府的“纵向”专项资
金主要来自省级政府，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依赖中央政府。来自中央
政府的专项资金一般都须经过省级政府的再次“把关”，加大了对地方
政府项目申请和实施过程的约束。因此，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政府部
门在财政自主性方面的差异，主要原因不在于项目支出预算体制，而在
于不同类型项目支出的运行机制差异。

四、从项目支出到项目制

那么，“纵向”和“横向”两大类项目支出在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过
程中能够有效结合起来吗？

从理想和规范意义上讲，最好是在年初就能把地方政府的绝大部
分项目支出都细化预算到位，政府各部门在年中根据预算报告予以执
行，财政部门负责全流程的资金管理和监督，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应大
规模调整或追加预算。但实际上，各级政府公共预算远未达到这一要
求，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类项目支出的年初细化预算到位率不高。

所谓年初细化预算到位率，是指各级政府预算经人大批准后，由财
政部门批复到支出部门（政府部门）可直接进行预算执行的资金占年度
总预算的比例。简单地讲，就是在政府部门的各类支出中，有多少资金
能够在年初明确预算到可直接组织实施的具体项目上去。由于各方面
因素的影响，各级政府年初预算报告编制非常粗糙，许多资金未能细化
到具体部门和项目，而是切块预留在财政部门或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
需要在年中进行二次分配。比如，财政部年初预算时，确认某部委有某
项项目支出资金，但由于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因此就会被预留在财政
部，年中由该部委和财政部协商细化到具体项目后再进行支出。又比
如，中央年初预算了一项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归口到某部委管理，
但年初也未细化到具体地区和项目，需要年中由该部委和财政部协商
予以二次分配，最终细化落实到具体地区和项目。

公共预算改革后，中央本级部门预算年初细化预算到位率一直不
高。比如，２０１１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中，有２　０１０．５４亿元在年初未能
细化到具体部门和项目，占预算总支出的１２％；发改委归口管理的中
央本级基建支出，年初预算细化到位率仅为４７％，未达到７５％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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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１２近年来，中央采取多种措施要求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但是，到
了２０１５年，中央本级项目支出仍然有２　０５２．７５亿元（占１３％）在年初
未能细化到具体部门和项目。１３

１２．参见：《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１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１３．参见：《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５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１４．参见：《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１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１５．参见：财政部《２０１５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地区预算汇总表》。

１６．参见：银川市审计局《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度银川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的年初细化预算到位率更低。中央对地
方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中的大部分是“公式”预算，很容
易在年初细化到具体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则不同，它们大部分按照“项
目法”分配，在年初细化到具体地区和项目的比例很低。比如，２０１１
年，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中，有１６　３０９．６９亿元（占５０％）未细化
落实到具体地区，其中绝大部分是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总量的

８０％以上未细化到具体地区和项目。１４到了２０１５年，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中仍然有１４　５８０．０６亿元在年初未能预算到地区，约占转移支付
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近７０％是专项转移支付，占专项转移支付总量
的４７％。１５

地方政府的年初部门预算，会特别受上级转移支付的影响，因此年
初细化预算到位率更低。由于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专项资金
（包括专项转移支付和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在年初只有小部分能够明确
细化到位，地方政府在安排本级预算时就必须考虑上级“纵向”专项资
金的不确定性。因此，地方政府在预算时经常对一些项目做两手准备：

先积极准备申请上级专项资金支持，若争取不成，再考虑由本级公共预
算安排。结果，那些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很低的地区，地方政府的年初预
算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大部分项目只能在年中根据上级专项资金的支
持情况来调整确定，部门预算的大规模调整和追加就不可避免。比如，

银川市２０１３年初批复到部门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经费合计为

１７．０１亿元，仅占人大批准预算支出总额的１４．８４％，１６其中，基本支出

１３．２亿元，项目支出仅３．８亿元，部门预算几乎形同虚设。２０１４年，财
政局始将“政府投资类项目”纳入年初部门预算批复，预算到位率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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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提高。２０１５年，年初批复到部门的预算资金为８６．２亿元，年初预
算批复率也仅为６５％左右。

因此，无论是各级政府的本级部门支出预算，还是中央对地方（上
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预算，年初都有较大比重的资金难以细化，切块
预留在财政部门，需要年中二次分配。而且，即使是年初已经批复到政
府部门的预算，实际上也有不少资金未能细化到具体项目。比如，２０１１
年，在年初批复给中央部门的预算中，３０个部门的８５个项目支出预算

８７４．５亿元（占４５％）未能彻底细化，在执行中进行了二次分配。１７有些
专项转移支付虽然在年初明确到具体地区，但也未细化到具体项目，需
要年中进行二次分配。

可见，公共预算体系的实践形态与制度设计有了一定偏离。大量
政府财政资金无法在年初规范预算到具体部门、地区和项目，只能切块
预留在财政部门，本质上是改革前功能预算的“残留”。但是，与改革前
相比，当前预留资金的支出过程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改革前，政府预算
按照功能预算编制，将财政资金切块给政府部门，让政府部门具体决定
支出事项，财政部门只负责资金的监督。改革后，虽然年初仍有不少资
金切块预留，但已经不直接批复给政府部门，而是留在财政部门，年中
由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协商制定支出方案，有了具体项目再进行支出，
实际上是将项目支出预算时间由年初推迟到年中，必须要有具体项目，
才能向财政部门申请支出资金。在治理实践中，项目支出就体现为我
们在田野调查中碰到的各种治理项目。

１７．参见：《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１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对地方政府而言，它每年组织实施的各种“纵向”和“横向”专项资
金在年初都只有部分细化预算到具体项目，还有不少资金需要在年中
通过“跑项目”的方式去争取。这导致的一个典型结果是地方政府到中
央各部委的“跑部钱进”行为：为了获得更多的“纵向”专项资金，地方干
部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游说这些部委，各种非正式关系和规则也得以
不断施展。不仅如此，由于地方政府本级的年初预算也将大量财政资
金切块预留，政府部门在年中也不断向本级预算部门（财政部门）和有
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发改委）进行游说，以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而且，
即使是那些年初细化预算到具体项目的项目支出，也是在财政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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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部门之间、上下级业务部门之间、主管领导和部门领导之间复杂互
动出来的，实际上也带有明显的“跑项目”特征，只是在行动时间上更
早，即在年初预算编制之前就开始密集活动。

因此，无论是年初已经细化预算到位的项目，还是年中进行二次预
算分配的项目，它们本质上都离不开各级政府官员的复杂游说和协商，
在“跑项目”的过程中，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因素交错重叠，形成了一个异
常复杂的政治图景。公共预算体制的实践形态较规范形态的偏离，实
际上进一步强化了项目预算分配过程中的非正式运作，也进一步赋予
了项目以“魔性”特征：无论是项目的“发包方”，还是项目的“承包方”，
项目都好像是他们手中的“魔戒”，既具有强大的魔力引来多方争夺，以
至于地方官员为“跑项目”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同时，也时刻吸引着诸
多监控督察的眼睛，稍有不慎就可能因项目本身而堕入万丈深渊。正
是公共预算体制较规范形态的偏离，直接加剧了公共预算体制运行的
复杂性，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因素复杂交互作用，使项目制很快从公共预
算过程凸显出来，成为整个政府组织运行中的枢纽性环节。

可见，这里所谓的“项目”已经具备了“项目制”的意义，即项目在预
算和执行过程中虽具有针对预期目标加以临时组织的特点，但项目的
预算、申请、分配、变通、实施、监察和应对等一系列的环节和过程，已经
超出了单个项目所具有的事本主义的特性，成为国家社会体制联动运
行的机制（渠敬东，２０１２）。总体而言，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
制１８在实践中迅速裹挟了行政、人事等多重正式和非正式因素，形成一
个覆盖全面、贯通上下的项目组织网络，在政府内部塑造了一个新的结
构形态和治理体系。它既是公共预算体制的枢纽，同时也超越公共预
算过程，成为政府运行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体性治理机制。

１８．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预算改革不是项目制形成的唯一原因，按照项目的方式安
排财政支出也不完全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在“大政府”时代，当政府公共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越来越大之后，通过公共预算改革，政府巨量财政支出实现了高度“项目化”，其覆盖范围之
广、影响力度之大、嵌入体制之深都自觉区别于此前的类似项目实践。

从结构形态上看，确实如渠敬东（２０１２）所言，项目制具有一种“新
双轨制”的结构特征。公共预算改革在各级政府各部门内都建立了一
个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财政部门作为各级政府的核心预
算机构负责统筹本级政府公共预算，其地位和权力得到大力强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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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清晰、组织严密的公共预算体系正在政府内部“成长”起来。结果，
各政府部门内部都形成了两个相互嵌套的组成部分：政府原有的制度
化科层体制和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系，二者互相渗透融合，共
同塑造了一个新型的带有“双轨制”特征的组织结构。

从运行机制上看，一方面，项目制高度依托于政府科层体系，无论
是项目预算还是项目组织实施，都是以政府部门为基础进行，而不是以
项目为中心彻底重构政府的组织结构。总体而言，项目制是以政府部
门为基础的项目制，是一种“部门型”项目管理模式（科兹纳，２０１０：８６），
当一些大型项目涉及跨部门沟通合作时，要么由更高级别的领导亲自
牵头挂帅，要么由综合性部门（典型的如发改委）组织协调。另一方面，
项目制的引入，尤其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对政府部门的运行机制也
产生了很大影响，为顺利推进项目的申请、组织和实施，各政府部门的
内设科室和工作人员都被分配到各种具体项目头上，项目成为部门的
中心工作。

显然，无论是结构形态还是运行机制，项目制都已高度嵌入政府科
层体系。项目制和科层制是互相嵌套起来运行的。一方面，政府科层
制的组织结构、人事网络、激励机制等因素会对项目制的运行产生深度
的影响，同时，项目制在政府内部的全面铺展，又必然对政府原有运行
过程和治理机制产生“扰动”，项目制和科层制在实践中的关联模式和
互动机制成为问题的焦点。项目制实际上变成一个容纳多重政治关系
（中央与地方、政治与行政、财政部门与支出部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运
作，等等）的制度平台，成为这些因素互相交织、叠加、展演和碰撞的“权
力容器”（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吉登斯，１９９８），因而具有莫斯（２００２）所说
的“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理论意涵。

五、项目制的制度目标和内在困境

综上所述，项目制是中国公共预算体制的核心和基础，是全国各级
政府各部门都已经普遍采用的预算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
支付体系是国家公共预算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连接中央和地
方政府间财政支出关系的重要纽带，是项目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
不能将其抽离出总体预算体系来理解。

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回应大政府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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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将政府汲取上来的巨量公共财政资金有效、规范地支出出去，以
建立现代“预算国家”。因此，从制度内涵和组织目标来看，项目制就不
简单只是一种“存量”与“增量”的双轨逻辑，其初衷既不是为了摆脱科
层制的束缚而“培育”一种改革的“增量”（渠敬东，２０１２），也不完全是要
另立一种超越科层制的竞争性授权的行政体系（折晓叶等，２０１１）。本
质上，项目制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
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
展（马骏，２００５）。

具体而言，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试图从两方面来回应
大政府时代的挑战：一是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引导、约束和控制，提高
政府行为的可问责性；二是增强政府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推进
“服务型”政权建设。但是，在实践中，项目制这两方面的目标却具有明
显的张力，陷入一种内在困境。

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用一套精细化的预
算管理体制引导和约束政府的随意性行为———“硬化预算约束”，提高
政府的透明性和可问责性。希克（Ｓｃｈｉｃｋ，１９９０）认为，政府治理能力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预算能力，如果没有预算的约束和规范，巨大
和积极的政府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具体改革实践把更
多的注意力投向如何引导和约束政府行为和“硬化预算约束”，典型的
表现是财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理念（谢旭人，２０１１）。

１９．当然，具体实践中并未完全实现预算分配权的集中，比如，发改委、科技局等仍然保留了部
分预算分配权，但是，财政部门作为核心预算部门的地位和权力，确实在这轮改革中得到了极
大强化，财政部门对预算执行中财政资金的管理和控制也得以明显加强。

公共预算改革试图建立一个“控制取向”和“技术取向”的预算管理
体系。它在政府内部建立了预算领域的行政控制，即通过部门预算改
革将财政部门转变成真正意义的“核心预算机构”，由它来集中财政配
置权力，对各个部门进行预算控制，实现预算分配权的“横向集中”，１９

以改变原来财政资金在分配和管理中的分散、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国
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集中采购体制使得财政部门能够对支出部门的支出
行为进行“外部控制”，实现财政资金的全流程监控。其“技术取向”则
体现为它对程序规范、专家知识和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依赖。新设置
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是一个细密复杂的财政资金分类网格，政府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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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都必须按要求纳入其中分类管理，这为财政资金的精细化管
理奠定了基础。以“金财工程”２０为代表的网络化建设让财政管理成为
一个高度信息化和技术化的过程，它试图详细记录任何时点、任何单位
的任何一笔财政资金收支的来龙去脉，并逐步实现全国预算自动汇编、
收支执行数和决算数即时汇总。以项目申报、预算评审和绩效目标管
理为代表的项目预算管理活动则将公共预算的核心过程分解为高度规
范化、标准化的行政活动，“第三方机构”和专家知识全面进入公共预算
过程，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提供“客观依据”。

２０．“金财工程”即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简称ＧＦＭＩＳ），它以大型信息网络为支撑，以细化
的部门预算为基础，以所有财政收支全部进入国库单一账户为基本模式，以预算指标、用款计
划和采购订单为预算执行的主要控制机制，以出纳环节高度集中并实现国库现金的有效调度
为特征。它覆盖了财政收支管理的全过程，可监控任一时间点的财政资金收支状况，大大减
少预算执行的随意性，从根本上防止财政资金的体外运行和沉淀。

显然，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是一种以细化公共预算为
核心，依托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提高财政管理全周期（预算、执行和监
督）的理性化程度的治理机制。虽然公共预算实践较规范形态有了一
定偏离，但公共预算改革的系列措施对财政资金预算和支出的约束力
度较改革前确实大为加强，公共预算和支出的规范程度也大为提高。
因此，项目制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治理机制，理性化是其基本精神，技术
化和规范化是其主要特征，基层治理的“项目化”则是普遍结果。

公共预算改革的深层目标是试图以项目制为载体来回应民众的公
共需求偏好，希望将民众的公共需求操作化为各种能被政府部门“识
别”和吸纳的具体项目，最终提高政府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

公共预算是政府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环节，其关键是在
民众需求偏好与政府公共支出之间建立准确的匹配／对应关系。正如
科伊（Ｋｅｙ，１９４０）所说，预算的最大难题是“决定应将Ｘ元分配给活动

Ａ而非活动Ｂ的理由是什么”。公共预算的过程就是对社会和民众公
共需求偏好的回应和吸纳，政府的预算报表最终表现为一揽子选择和
项目，它应该是对民众公共需求偏好的全面回应，民众真实的需求偏好
与政府预算的一揽子项目之间的准确对应，是公共预算的核心目的之
一，洛克伍德（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２００２，２００６）称之为“偏好匹配”（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学界将政府有效进行“偏好匹配”并负责任地使用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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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能力称为“预算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ｂｕｄｇｅｔ）（马骏，２０１１），有效建立
偏好“匹配”是预算能力的基础和核心。这也是中国政府由“全能型政
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由“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的内在驱
动力（高培勇，２００８）。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经济生产的直接组织者
和参与者，政府行为几乎覆盖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是一个
“全能型政权”。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日益发育，政府由经济生产的
直接组织者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政府财政也由“建设型财
政”逐渐向“公共型财政”迈进。

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只有通过公共预算体系，政府才能将民
众／社会的公共需求偏好凝聚起来，转化为行政决策，最终输出有效的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是，社会和民众“原始”的公共品需求只是一
个“自然事实”，它不能天然地被政府部门识别和吸纳，只有经过“项目
化”包装之后，才可能成为被政府部门认可和采纳的“行政事实”。把社
会和民众公共需求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项目制要求予以包装，让其成
为政府公共预算体系能够吸纳和识别的具体项目，这是基层治理的“项
目化”过程，也是对民众公共需求偏好进行甄别和凝聚，使其从“自然事
实”转化为“行政事实”。基层治理的“项目化”过程要求对非规则、多样
化的公共需求予以标准化和整齐化，让其成为一个能被政府部门识别
和吸纳的公共项目。

从实际运行来看，虽然公共预算体制的实践较规范形态有了一定
偏离，但政府财政管理的理性化水平还是明显得以提高，公共预算对政
府行为的引导和约束力度显著增强。但是，政府对社会和民众公共需
求的回应能力却并未得到有效提升，政府项目体系与民众公共需求偏
好的匹配错位现象仍然非常普遍，这是当前项目制的主要内在困境。
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硬化预算约束”和提升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之间本身就
存在一定内在张力。为了更好地回应民众公共需求偏好，项目制就必
须在每一个项目的预算和执行过程中保持较强的灵活性，要充分的“一
事一议”，并对瞬息万变的外部条件和具体情况保持充分的敏感并及时
做出回应，对中国这种处于急速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环境更是如此。但
是，项目制的灵活性要求与“硬化预算约束”的目标存在内在矛盾。“硬
化预算约束”是为了克服政府运行中一直存在的“软预算约束”弊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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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不能对政府运行起到引导和约束作用，政府预算报告成为可
随时调整和更改的“空文”。“硬化预算约束”就是要让公共预算报告真
正成为政府的行动指南，政府部门只能在预算范围内行动，预算报告确
定的“项目清单”不可随意调整追加，并强化对预算执行的全方位、全流
程监控。因此，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本质上是一个灵活性
和约束性相结合的体制，但在改革实践中尤其强调其约束性的一面，这
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政府对公共需求回应的敏锐性和灵活性。

其次，项目制的理性化、技术化治理特征与一个强激励的政府治理
体制相结合，往往会导致对民众公共需求的选择性“忽略”。项目制强
调标准化、数字化和规范化的治理过程，试图把“行政目标和责任逐步
落实到经过专业设计的指标体系之上，从而获得行政过程的程序合法
性基础”，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治理机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
但是，治理过程和治理机制的技术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对公共需求
回应能力的增强，恰恰相反，政权机器过度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往往可能
导致其在体制内“空转”，越来越“悬浮”于社会和民众之上。因此，“科
层化的技术治理机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将一个庞大的
行政体系置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经验和问题之上，而不是丧失与基
层社会的亲和性”（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尤其在中国，项目制
这种技术治理机制是在一个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强激励体制
之中运行（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６；周黎安，２００７），
技术治理机制和强激励体制的结合经常导致二者之弊端的交相为用，
产生最为拙劣的治理效果。主要原因在于，项目制与强激励体制结合
之后，规范化、标准化和技术化的治理机制往往只是为强激励体制的政
绩目标披上了“程序合法性外衣”，而项目制所需要回应的社会和民众
的公共需求，则经常被强激励体制的政绩目标所“吸纳”，造成项目体系
与公共需求偏好的严重错位。

２１．欧克肖特（２００４）认为，政治理性主义是现代政治的共同问题，一个关键特征就是（转下页）

最后，项目制的理性化、技术化治理特征与基层社会的“乡土性”、
流动性存在一定张力。项目制这种理性化和技术化的治理机制，其主
要优势在于对标准化技术知识的采纳和运用，最大弊端则是对地方性
实践知识的屏蔽和驱逐。２１然而，技术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一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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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也许是未经组织也难以组织起来的知识，对
人类的生活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知识本质上是难以进入统计数
字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哈耶
克，２００３：９６－１０１）。然而，从基层看，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具有很强的
“乡土性”：基层社会自身并未形成一个高度规则化、标准化的社会，而
且，当前的基层社会还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特征。这些非规则、地方性、
碎片化和流动性的公共需求非常难以通过技术化和标准化的方式予以
“项目化”，项目制难以对其进行全面回应和有效吸纳，但它们对民众的
日生生活非常重要。如何提升项目制对基层社会那些细小琐碎、流动
不定的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是项目制实践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难点
之一。

（接上页）过于强调技术知识，对实践知识忽略，把政治活动完全当成了一种可以通过书本和
技术训练完成的技术活。斯科特（２０１２：２７４）在对中央集权和国家计划的批判中也指出，“中
央集权的行政结构和中央计划的强制命令创造出一台对地方知识和地方条件全无反应的笨
拙机器”。

六、结论与讨论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财政汲取能力和汲取效率迅速提高，在短期
内迈入了“大政府”时代，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潜力大
为增强，但同时也对政府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巨大挑战。

借鉴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国也试图通过公共预算改革建立现
代“预算国家”来回应“大政府”时代的挑战。为此，中国推动建立了一
个以部门预算为基础、项目支出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项目支出既是
部门预算的核心，也是公共预算体制的枢纽，由此形成一个新的国家治
理体制———项目制。可见，本质上，项目制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
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
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治理机制，
理性化是其基本精神，技术化和规范化是其主要特征，基层治理的“项
目化”则是普遍后果。

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预算体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硬化预算约
束”，提高政府对巨量财政资金的预算管理能力，增强对政府行为的引
导和约束，推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进程。公共预算改革的深层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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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以项目制为载体来吸纳和凝聚民众的公共需求偏好，提升政府对
社会的回应能力。它试图在高度结构化、科层化的政府内部“培育”一
个相对机动灵活的项目体制，以提高政府机器对民众的公共需求的回
应性（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从实践来看，项目制的两方面目标存在一定内
在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民众公共需求
回应能力的增强，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同时，项目制的技术治理特征
与强激励体制的结合，及其与基层社会的“乡土性”、流动性之间的张
力，都会导致项目制对民众公共需求回应能力的不足。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的演进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深
刻变革。分税制和项目制分别从公共财政体制的收支两端发力，为中
国现代公共财政体制铺设了两条轨道，初步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
府行为的体制基础。同时，这一转型过程又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从“全能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因
此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治理大转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显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政权的主要目标也许不应再是如
何改造基层社会，让其适应一个理想化的政治体制和秩序，相反，国家
政权应主要定位于如何适应基层社会，提升自身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回
应能力。建立一个真正植根于基层社会且具有一定“乡土性”的现代国
家，是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陈家建．２０１３．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Ｊ］．中国社会科学（３）：３９－５７．
陈家建．２０１５．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Ｊ］．社会３５（５）：１－２４．
陈家建．２０１７．项目化治理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机制［Ｊ］．社会学研究（２）：１５０－１７３．
陈水生．２０１４．项目制的执行过程与运作逻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政策学考察［Ｊ］．公

共行政评论（３）：１３３－１５６．
狄金华．２０１５．政策性负担、信息督查与逆向软预算约束———对项目运作中地方政府组

织行为的一个解释［Ｊ］．社会学研究（６）：４９－７２．
冯猛．２００９．后农业税费时代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以东北特拉河镇为例［Ｊ］．社

会２９（４）：５９－７８．
付伟、焦长权．２０１５．“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背景下的乡镇政府［Ｊ］．社会学研究

（２）：９８－１２３．
高培勇．２００８．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３０年的历史进程［Ｊ］．理

论前沿（２３）：１６－１９．
龚为纲．２０１５．项目制与粮食生产的外部性治理［Ｊ］．开放时代（２）：１０３－１２２．
桂华．２０１４．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以农地整治为例［Ｊ］．政治学研究

（４）：５０－６２．

·６４１·

社会·２０１９·６



哈耶克．２００３．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Ｍ］．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黄宗智、龚为纲、高原．２０１４．“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Ｊ］．开放时代

（５）：１４３－１５９．
吉登斯．１９９８．民族－国家与暴力［Ｍ］．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焦长权、焦玉平．２０１８．大政府的兴起：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Ｊ］．开放时代（３）：１６６－１９４．
科兹纳．２０１０．项目管理：计划、进度和控制的系统方法［Ｍ］．杨爱华，等，译．北京：电子工

业出版社．
李，罗伯特、罗纳德·Ｗ．约翰逊、菲利普·Ｇ．乔伊斯．２０１１．公共预算体系［Ｍ］．苟燕楠，

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祖佩．２０１５．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自主性的视角［Ｊ］．政治学研究

（５）：１１１－１２２．
林慕华、马骏．２０１２．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６）：７３－９０．
刘守刚．２０１２．１９７８年后现代预算在中国的成长［Ｇ］／／构建中国公共预算法律框架．牛

美丽，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３９－５４．
马骏．２００５．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理性化与民主化［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骏．２０１０．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建：改革以来的中国［Ｊ］．公共行政评论（１）：３－３４．
马骏．２０１１．如果你不能预算，你如何治理［Ｇ］／／治国与理财．马骏，著．上海三联书店：５７

－１０８．
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中国省级预算中的非正式制度：一个交易费用理论框架［Ｊ］．经济研

究（１０）：１４－２３．
马骏、赵早早．２０１１．公共预算：比较研究［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２０１３．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第５版）［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莫斯．２００２．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及其理由［Ｍ］．上海人民出版社．
穆勒，拉尔夫．２０１１．项目治理［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欧克肖特，迈克尔．２００４．政治中的理性主义［Ｍ］．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渠敬东．２０１２．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Ｊ］．中国社会科学（５）：１１３－１３０．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社

会学分析［Ｊ］．中国社会科学（６）：１０４－１２７．
史普原．２０１５．科层为体、项目为用：一个中央项目运作的组织探讨［Ｊ］．社会３５（５）：２５－５９．
斯科特．２０１２．国家的视角［Ｍ］．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坦茨，维托．２０１４．政府与市场［Ｍ］．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坦齐、舒克内希特．２００５．二十世纪的公共支出［Ｍ］．胡家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汪德华、李琼．２０１８．“项目治国”与“突击花钱”［Ｊ］．经济学（季刊）（４）：１４３－１６８．
王绍光．１９９７．分权的底限［Ｍ］．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王绍光．２００２ａ．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Ｊ］．中国社

会科学（１）：７７－９３．
王绍光．２００２ｂ．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王绍光．２００７．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Ｊ］．读书（１０）：３－１３．
王绍光、马骏．２００８．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Ｊ］．公共行政评论（１）：１

－３７．
谢旭人．２０１１．中国财政管理［Ｍ］．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荀丽丽、包智明．２００７．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Ｓ旗生态移

民的社会学分析［Ｊ］．中国社会科学（５）：１１４－１２８．
於莉．２０１０．省会城市预算过程的政治［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沃克，约翰、哈罗德·Ｇ·瓦特．２００１．美国大政府的兴起［Ｍ］．刘进、毛喻原，译．重庆出

版社．
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与治理逻辑［Ｊ］．中国社会科学（４）：１２６－

·７４１·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１４８．
郑世林．２０１６．中国政府经济治理的项目体制研究［Ｊ］．中国软科学（２）：２３－３８．
周飞舟．２００６．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Ｊ］．中国社会科学（６）：１００－１１５．
周飞舟．２０１２．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Ｊ］．社会３２（１）：１－３７．
周黎安．２００７．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Ｊ］．经济研究（７）：３６－５０．
周雪光．２０１５．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Ｊ］．开放时代（２）：８２－１０２．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Ｏ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ｕｓｓｉａ．”ＩＭ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４８（１）：１７１－１７９．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Ａ．１９１５．“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Ｉｄ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２（１）：１５－３５．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Ａ．１９１６．“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６（１）：５０－８４．
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Ｒｕｄｏｌｆ　Ａ．１９５８．“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Ｍｕｓｇｒａｖｅ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Ｔ．Ｐｅａｃｏｃｋ．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Ｊｉｎ，Ｈｅｈｕｉ，Ｙｉｎｇｙｉ　Ｑｉａｎ，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９（９－
１０）：１７１９－１７４２．

Ｋｅｙ，Ｖ．Ｏ．１９４０．“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３４（６）：１１３７－１１４４．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Ｂｅｎ．２００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９（２）：３１３－３３７．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Ｂｅｎ．２００６．“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Ａｈｍａｄ　ａｎｄ　Ｇ．Ｂｒｏｓｉｏ．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３３－６０．

ＭｃＣａｆｆｅｒｙ，Ｊｅｒｒｙ　Ｌ．１９９８．“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ａｙ　Ｍ．Ｓｈａｆｒｉｔｚ．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７６８－１７６９．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Ｂａｒｒｙ．２０１７．“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３１（１）：３
－２４．

Ｊｏｎｅｓ，Ｌ．Ｒ．１９９８．“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ＰＰＢＳ）．”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ａｙ　Ｍ．Ｓｈａｆｒｉｔｚ．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９４－３０１．

Ｑ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ｉ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６．“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１（２）：
１４９－１８５．

Ｑ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ｉ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ｅｒ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１（４）：８３－９２．

Ｓｃｈｉｃｋ，Ａｌｌｅｎ．１９９０．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Ｂｕｄｇｅ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ｒｂ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ｂｏ．２００６．“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４：７１３－７２６．

责任编辑：张　军

·８４１·

社会·２０１９·６


